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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在不断
增大，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已经迫在眉睫。从城乡间、地区间和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三个
维度分析我国收入分配结构的演变历程，可以发现，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制度约束的
人口流动、与地区经济状况不匹配的区域发展战略、不合理的税收结构和税制设计以及贸
易自由化都是推高居民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因此，我国未来需要注重维持经济增长和
收入结构调整的平衡，在短期内应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以实现合理的收入再分配，并谨慎
使用总量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避免加剧收入不平等；在长期内应推动要素市场改革和供给侧
改革，优化规模性和功能性收入分配结构。此外，还应通过征收财产税和推行教育均等化
的方式避免收入分配差距的代际传递，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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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内生产总值从１９７８年的３　６７９亿元增长
到２０１７年的８２７　１２２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了９％，是人类历史上当之无愧的增长奇迹。然而，在
经济飞速增长的背后，也隐藏着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就是其中之一。在计
划经济时代 “平均主义”分配制度的作用下，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居民收入的分配相对均等，基尼系
数只有０．２８８，但在此后则一直呈上升趋势，在２００８年达到了峰值０．４９１。尽管从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１５
年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有所下降，但绝对值依然较高，超过了联合国划定的０．４的警戒线。从

２０１６年开始，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又呈现扩大的趋势。如果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长期过大，不仅
会导致总需求不足，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危及社会稳定。在当今中
国，由收入不平等所引发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开始凸显，收入分配差距亟待调整。
当前我国的经济正在从数量型增长模式转变为质量型增长模式，这为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结构、

缩小贫富差距提供了机遇。在此之前，只有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演变过程和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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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才能做到对症下药，采取最适当、最有效的措施扭转收入分配不公的局面。基于此，本文将
构建一个统一的框架，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演化历程、现状以及影响因素，并给
出调节收入分配结构的有益对策。

一、文献综述

（一）收入分配差距的度量指标
目前学界最常采用的度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是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本文对这两类指标进行

简要说明。首先定义一些变量，假定总人口的数量为ｎ，依据所要研究的问题，将总人口分为Ｎ

组，第ｉ组人口的数量为ｎｉ；令ｙｉ 为每一组的人均收入，其中ｉ∈Ｎ；令μ＝ ∑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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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均收入。
基尼系数由赫希曼 （Ａ．Ｏ．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提出，他考察了既定分布的洛伦兹曲线与绝对平均分

布的洛伦兹曲线包含面积之比，取值范围在０～１之间。① 计算公式为：

　　Ｇ＝
１

２μＮ
２∑
Ｎ

ｉ＝１
∑
Ｎ

ｊ＝１
｜ｙｉ－ｙｊ｜

基尼系数越大，表示不平等的程度越大。国际上通常认为，当基尼系数小于０．２时，表示收入
分配过于公平；而当基尼系数超过０．５时，则表示收入分配差距悬殊。最早的基尼系数计算公式要
求每组人口的数量必须相等。后来，托马斯 （Ｖ．Ｔｈｏｍａｓ）等将之拓展到了非等分组的情形，给出
了当每组包含的个体数量不同时计算基尼系数的方法。②

泰尔指数是泰尔 （Ｈ．Ｔｈｅｉｌ）利用信息理论中熵的概念计算出的衡量个人或地区间收入分配差
距的指标③，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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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尔指数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具备良好的可分解性质，即将样本分为多个群组时，可以分别衡量
组内差距与组间差距对总体差距的贡献。此外，泰尔指数对高收入水平的变化较为敏感的特点与基
尼系数只对中间收入水平的变化敏感的性质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然而，不论是基尼系数还是泰尔指数，它们都存在一个问题，即只能测量某个分布的总体非均

等状态，并不能解释这一变化是由怎样的结构变动引起的。例如，当基尼系数或泰尔指数上升时，
我们并不能了解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因为高收入人群的比例增加了，还是低收入人群的比重增加了，
还是两者兼而有之，极化指数则可以帮助我们揭示这种结构变迁。
极化指数是沃尔夫森 （Ｍ．Ｃ．Ｗｏｌｆｓｏｎ）提出的用于衡量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程度的指标④，其计

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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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Ｌ （０．５）为收入最低的５０％人群的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Ｇ 为基尼系数，ｍ 为收入的中位
数。极化指数的取值也在０到１之间，为０时，表示两极完全没有分化；为１时，表示两极完全分
化。实践表明，极化指数和基尼系数 （或泰尔指数）的趋势不一定相同，如果只用基尼系数来度量
收入分配差距，就会忽略两极分化的效应。因此，研究收入分配差距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个度量标
准，而是需要用不同的测量方法相互印证，全面地分析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及演化趋势。目前
在我国，主要还是采用基尼系数方法来测定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①，泰尔指数和极化指数方法虽然
有应用②，但是相对较少。本文在测度城乡间、地区间和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时，综合考虑了这
三种指标，以期全方位地展示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真实状况。

（二）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的因素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就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的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李实指出，当农村存在

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时，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收入，在抑制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
的同时，可以缓解城乡收入差距。③ 这一结果得到了马忠东等④、Ｑｕ和Ｚｈａｏ⑤ 及蔡昉和王美艳⑥

等人的验证。然而，钟笑寒把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作为独立阶层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城乡间的人口流
动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⑦；邢春冰进一步把流动人口分为永久移民和农民工两类，发现不同类型的
流动人口对城乡间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也不同⑧。
这种看似矛盾的结论还出现在对于影响收入分配因素的其他分析中。例如，伯特莱斯 （Ｇ．Ｂｕｒｔｌｅｓｓ）

指出，国际贸易有利于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收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⑨，这与标准的赫克歇尔－俄
林 （Ｈ－Ｏ）理论是一致的。但维霍根 （Ｅ．Ａ．Ｖｅｒｈｏｏｇｅｎ）和托帕洛夫 （Ｐ．Ｔｏｐａｌｏｖａ）等人的研究
表明，由于企业异质性和劳动力的就业粘性等因素，国际贸易会扩大发展中国家出口行业与其他行
业间的收入差距。瑏瑠

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假设条件不同，关于
人口流动和贸易自由化会缩小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差距的结论都是基于完全市场的假设得到的，然
而现实中存在许多市场不完备因素，如果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就可能得到相反的结论。第二，研究
的时间跨度不同，同一个因素对收入分配差距可能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
这些影响的相对强弱关系可能发生变化，因而就会产生相反的结果。第三，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不同，
我国研究收入分配的文献大多各自为政，在对于收入分配差距的变量定义、使用的数据等方面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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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差异，因而得到不同的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本文将吸取这些研究的经验和教训，采用统一的分
析框架来考察人口流动、区域发展战略、税收制度和国际贸易四类因素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并详细
讨论其传导机制，希望我们的研究有助于更深刻地揭示影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演变的原因。

二、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发展历史

为了全面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演变历程，我们从城乡、地区和行业三个维度测
定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以求更加统一、直观地展示各群体内部和不同群体间收入不平等的状况。

（一）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历来是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中最受关注的部分。图１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

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以及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趋势。

图１　１９７８—２０１６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和人口占比

从宏观角度来看，国民总收入中农村居民的收入份额始终低于总人口中农民的份额，这意味着
农村居民在总体的收入分配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此外，农村居民收入份额相对于人口份额的下
降较快，这一趋势直到２００８年才有所好转。
为了从微观角度更清晰地解释城乡内部以及城乡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我们计算了全国、

城镇内部、农村内部以及城乡间的泰尔指数，并在图２中汇报了结果。

图２　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我国泰尔指数及城乡分解

总的来看，我国城镇及农村内部的泰尔指数相对平稳，但城乡间和总体的泰尔指数则有较大幅
度的上升，且两者走势高度相关。进一步计算城乡内部和城乡间的泰尔指数对总泰尔指数的贡献率
可以发现，城乡间的居民收入差距对全体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贡献最大，农村内部次之，城镇居民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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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小。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是造成总体居民收入不平等情况加剧
的主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与图１类似，２００８年后城乡间的泰尔指数扭转了上升的趋势，开始
逐渐下降，同时带动了总泰尔指数的下滑。
本文进一步计算了极化指数以考察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程度。受到数据可得性的约

束，我们选取２００２年的微观收入数据进行计算，并将结果整理成表１。城镇内收入位于中位数以
下的人群的总收入所占份额仅有１２．１９％；这一指标在农村更低，为６．８２％。城镇居民收入的极化
指数为０．５５１　０，农村的则高达０．８７５　９。由此可见，农村居民收入以中位数收入为分界点聚集在两
端的情况非常严重，穷者极穷、富者极富、中产阶级缺失的状态对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表１　 ２００２年我国城乡收入极化指数

收入份额 基尼系数 中位数 均值 极化指数

城市 １２．１９％ ０．５３０　５　 ６　４４７　 ７　８６６．８７　 ０．５５１　０

农村 ６．８２％ ０．６３９　９　 ２　３００　 ４　５０３．５　 ０．８７５　９

（二）区域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区域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是需要关注的另一个重要指标，它受到各地区的发展战略以及地方政府

财政政策的影响，反过来又会影响这些政策的制定。本文利用非等分组基尼系数法计算了我国四大
经济区域①的基尼系数，如图３所示。

图３　１９９８—２０１６年我国各地区基尼系数的比较

由图３可以看出，在２００８年以前，不同经济区域的基尼系数走势不尽相同，但２００８年后都趋
于下降。其中，东部地区的基尼系数总体呈下降趋势，这意味着东部地区不仅经济发展状况在四大
地区中处于领先地位，收入分配也相对公平；中部地区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其基尼系数在

２００７年首次超过东部地区，且在其后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东北地区的基尼系数在２０００年有较大

９２

① 四大经济区域：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东省、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安徽省；西部地区包括四川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云南省、

重庆市、陕西省、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西藏自治区；东北地区包括辽宁省、

吉林省、黑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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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上升，其后走势与东部地区基本类似；西部地区的基尼系数最高，尽管在２００８年后有较明显
的下降，但绝对值依然远高于其他三个地区，这意味着西部地区收入不平等的状况最为严重。
接下来，我们以省为单位，估计了１９９８—２０１６年我国２７个省及自治区的基尼系数，由于篇幅

限制不表于此。取而代之，我们利用核密度估计的方法，采用Ｅｐａｎｅｃｈｉｋｏｖ核函数估计了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各地区基尼系数的分布情况，绘制出地区收入的分布函数图，见图４。

图４　我国省级基尼系数的核密度函数图

在这四个年份间，各省份的基尼系数展现出两大特征：第一，均值先上升后下降。基尼系数的
均值在２００５年上升，但在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５年都不断下降。第二，密度函数的变动区间先扩大，后
逐渐缩小。从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５年，基尼系数的分布函数的变动区间有所扩大，这意味着不同省份间
收入分配的离散程度在逐渐增大，但在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５年变动区间都有所缩小，表明各省份的基尼
系数相对集中，收入分配在地区间的分布相对合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１５年基尼系数的密
度函数表现出较强的 “厚尾 （ｆａｔ　ｔａｉｌ）”特征，这意味着基尼系数较大的省份的数量仍然较多。

（三）行业间的收入差距
行业间的收入不平等同样是影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本节中我们利用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年各行业①的平均工资水平和就业人数等数据，计算了我国１９个门类的行业基尼系数
和泰尔指数，如图５所示。
从图５可以看出，我国行业间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的走势基本相同。在１９９０年至

２００８年间，这两类指数都呈现上升的趋势，这意味着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也
在不断扩大。到了２００８年，趋势的拐点再次出现，不论基尼系数还是泰尔指数都开始逐渐下降，
即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收入不平等的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１５
年，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又有回升的迹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经历了较大的调整，三大产业占ＧＤＰ的份额以及各产业内部结

０３

① 本文遵循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１的分类标准，把我国的行业分为：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
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
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及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这１９个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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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年我国的行业收入差距

构都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为了揭示产业结构的调整对行业间收入分配的影响，我们根据国家统
计局的标准，将１９个门类的行业进一步分为三大产业，并计算了各产业内和产业间的泰尔指数。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第一产业只包含农、林、牧、渔业，且我们在各年份只有一个该行业的平

均收入值，无法计算第一产业内部的泰尔指数，因此图６只包含了第二、第三产业内和三大产业间
的泰尔指数。图６给我们以下三点启示：首先，从１９９０年开始产业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上升，
在２００８年达到峰值，此后逐渐下降。其次，相比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更为严
重。在１９９０年，第二、三产业的泰尔指数基本相同，但此后第三产业的泰尔指数增长则明显快于第
二产业，尽管在部分年份有所波动，但总体而言，第三产业的收入不平等是呈上升趋势的，并且在

２００８年这种趋势也没有逆转。最后，在２００８年以前，产业间的收入差距对居民总体的收入分配差距
的贡献度最大，但是在２００８年之后，产业内部的收入差距成为影响总体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因素。

图６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年我国产业内和产业间的泰尔指数分解

三、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演变的原因探究

（一）人口流动对收入分配演变的影响
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特征之一。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

流动人口从２０００年的１．２１亿人已增长至２０１４年的２．５３亿人，２０１５年略微下降至２．４７亿人。就
城乡间的人口流动而言，《２０１６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表明，２０１６年我国外出农民工有１．６９亿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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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１．３６亿人。
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看，如果生产要素市场是完备的，那么，当劳动力在城市所获得的边际

回报高于在农村所获得的边际回报时，劳动者将自动地从农村流入城市。由于生产要素的边际回报
关于要素投入是递减的，城市的工资率会因为就业人数的增加而下降，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则会因
为人口外流而提高。人口流动的这种趋势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居民在城市部门和在农村部门获得
的收入相等为止，此时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应当绝对均等。
然而，这一结论的成立需要有两个前提：首先，劳动力必须是同质的。如果劳动力本身存在异

质性，那么，拥有更高人力资本的个体可以从事相对复杂的劳动以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低技能的个
体只能从事对能力要求较低的农业生产，两者的收入差距会扩大。考虑到我国城镇和农村在基础设
施、社会保障以及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差异较大，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民会倾向于到生活环境更好
的城市定居，扩大城乡间的收入不平等，这一效应被称为劳动力的自选择性。其次，即使劳动力是
同质的，工资趋同的现象也必须以劳动力市场的完备为条件。如果要素市场上存在摩擦，限制了劳
动力的流动规模和所获得的收入，那么收入的趋同效应就会减弱，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长期不均
等。我国的户籍制度正是阻碍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一大障碍，户籍制度不仅约束了城乡间劳动力
的流动，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产出在城乡间的分配格局，而且引发了一系列对农村劳动力的歧视，引
发了大量 “同工不同酬”的现象，这些都阻碍了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由此可见，人口流动对城乡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是复杂的。尽管居民从农村迁移向城市的

大趋势有助于缩小城乡间的收入不平等，但个体异质性和劳动力市场摩擦等扰动因素都会倾向于提高
城乡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最终的结果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相对强弱。为了更准确、深入地剖析我国的
人口流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我们采取了反事实估计的方法，即通过回答 “如果人口没有从城市流向
农村，那么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会如何变化”这一问题，考察这两种效应在我国是否存在。
考虑到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人群包含两类，一类是在城市落户定居的，我们称之为 “永久移

民”；一类是定居农村，但在城市从事各种形式的劳动并赚取工资的，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 “农
民工”。考虑到永久移民者的个人能力往往高于其他农民，他们移居城市的决策带有自选择效应，
这部分人群不满足我们先前所提到的 “个体同质性”假定。因此，在进行反事实估计时需要把流动
人口分为 “永久移民”和 “农民工”两个群组进行考察。
通过对农村居民、农民工、永久移民的真实收入以及农民工和永久移民群体的反事实收入进行

核密度估计，我们发现，一方面，相较于真实收入，农民工和永久移民的反事实收入确实降低了，
这意味着迁居城市或进城务工确实提高了部分农村居民的收入。另一方面，将农村居民的真实收入
分布与农民工和永久移民的反事实收入分布进行对比，则会发现，如果永久移民在农村而非城市工
作，他们的收入会高于农民工的真实收入，这意味着永久移民群体确实存在自选择效应；但农民工
的反事实收入分布与农村居民的真实收入分布几乎重合，这意味着农民工的收入确实因为进城务工
而提高了。
综上所述，无论是农民工还是永久移居城市的农民，他们的收入都因为在城市工作而得以提

升。由于成为永久移民的农民在农村本来就是收入较高的群体，他们离开农村定居城市有助于缩小
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但却会扩大城乡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典型事实来
看，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我国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缩小，但城乡间收入不平等程度扩大，这意味着在
这一阶段，农民的自选择效应占据主导地位；而农民工群体依然属于农村人口，因而他们进城务工
并获得的高工资有助于缩小城乡间的差距，２００８年以后，随着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规模不断扩大，
越来越多的农民获得了更高的收入，人口流动效应逐渐占据了上风，城乡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得以
缩小。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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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域发展战略对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探究
我国不同地区的收入分配差距主要源于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各省的发展水平又与自改

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所推出的发展战略息息相关。在国家层面上，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９０年
代，我国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区域平衡发展战略，将发展的重心转向东部沿海地区，提出了东部
地区优先发展战略。在一系列配套政策的支持下，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核心的东部地区率先崛起，
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远超其他区域。到了２０世纪末，考虑到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象较
为严重，中央政府的区域发展战略从局部地区优先发展转向了区域间均衡、协调发展。一方面，推
动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转型，将一些工业企业转移到其他地区以支援当地建设；另一方面，分别针
对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的发展阶段和特点制定适合各地区的特色发展战略。进入２１世纪，中
央先后确立了 “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和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遵循 “效
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促进我国各地区间的均衡发展。在地方层面上，由于长期以来地方的

ＧＤＰ都是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的核心指标，因此地方政府官员在招商引资时，有强烈的动机选择拉
动ＧＤＰ最明显的第二产业在本地区进行投资。另外，从１９９４年实施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的财
力和事权不匹配，也有动机选择对政府税收的边际报酬更高的工业企业优先发展①，因此实质上来
看，各地区的地方政府所执行的都是优先发展第二产业的战略。近年来，东部地区结合自身的发展
状况和产业结构，发展重心逐渐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过渡，但中、西、东北部地区依然把制造业赶超
作为发展战略的核心。
由于我国中央层面的发展战略往往是以四大经济区的方式执行的，且各经济区内部的省级单位

间的差异不大，因此本节中我们将经济区域作为单位，考察地方政府所执行的区域发展战略是否促
进了各区域的发展。就区域内部而言，根据库兹涅茨的理论，如果地方政府执行的发展战略适应了
本区域的产业结构、要素禀赋等特征，则有助于促进区域整体的经济增长速度提高以及居民收入水
平提高；并且，随着要素在不同省份间的流动，同一区域的不同省份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会呈现出先
上升后下降的 “倒Ｕ型”曲线。反之，如果地方政府不顾本区域的经济基础，执行了与本区域当
前环境不相符合的发展战略，则会导致要素配置的扭曲，阻碍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降低区域的经
济增速，扩大区域内部的贫富差距。就区域间的相对发展情况而言，根据巴罗 （Ｒ．Ｊ．Ｂａｒｒｏ）等提
出的条件收敛理论②，如果四大区域都制定并执行了合适的发展战略，则他们的发展状况和人均收
入将会有条件地趋同，这就意味着地区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会不断缩小。然而，如果某些区域的发展
战略与经济基础不匹配，将会抑制其人均收入的增长，造成区域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由此可
见，可以把区域发展战略作为评价各经济区域发展状况及收入分配情况的核心变量，本节中我们对
这一指标进行量化，以便揭示区域发展战略对区域内和区域间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
本文采用的区域发展战略的代理变量是林毅夫和刘明兴提出的ＴＣＩ指数③，其定义如下：

　　ＴＣＩｉｔ＝
ＡＶＭｉｔ／ＧＤＰｉｔ
ＬＭｉｔ／Ｌｉｔ

其中，ＡＶＭｉｔ是区域ｉ在第ｔ期的工业增加值，ＧＤＰｉｔ是生产总值，ＬＭｉｔ为制造业的就业人数，Ｌｉｔ
是三大产业的总就业人数。ＴＣＩ指数衡量了各区域在某一时点上的制造业产值密度，其值越大，
意味着制造业在该区域产业结构中越占据主导地位，因而地方政府采用的是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
根据对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１５年四大经济区域的ＴＣＩ进行计算，我们发现东部地区的制造业产值密度最

３３

①
②
③　林毅夫、刘明兴：《中国的经济增长收敛与收入分配》，载 《世界经济》，２００３ （８）。

Ｂａｒｒｏ，Ｒ．Ｊ．，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Ｏ．Ｊ．，ａｎｄ　Ｒ．Ｅ．Ｈａｌｌ．“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ｎ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１９９１ （１）：１０７－１８２．



刘　伟等：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现状、原因和对策研究

小；中部地区的较大，且呈现上升趋势；东北地区较中部地区更高；西部地区的ＴＣＩ值最大。这
表明除了东部地区以外，其他三大经济区域都执行了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
进一步考察制造业产值密度对各地区人均收入的影响，我们发现，东部地区放弃发展制造业，

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的发展战略促进了地区生产总值的提高，且地区内部的人均收入已有了
趋同的趋势。这与１９９８—２０１５年东部地区内部的基尼系数不断下降的特征事实相吻合。而制造业
优先发展的战略同样促进了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 “中部崛起”的国家战略，
地区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也由最开始的发散转向收敛，然而，优先发展工业的战略阻碍了东北地区
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并使得两者的人均收入和东、中部地区的差距逐渐拉大。对于地区内部而
言，这两个地区的表征并不相同，东北地区的人均收入表现出趋同的趋势，不过这种趋同是低水平
上的趋同，其人均收入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依然很大；而西部地区各省份间的人均收入则依然发散，
地区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

综上而言，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喜忧参半。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大转型和中部地区的工业优先
发展战略很好地匹配了本地区的产业结构特征，因而在提高本区域经济水平的同时，促进了区域内
部各省间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但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工业赶超战略并没有很好地契合本地区的
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本地区的发展，拉大了区域间和区域内的收入分配差距。

（三）税收制度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
财政政策作为一种结构型政策，长期以来是各国政府调节经济结构最常使用的重要手段。收入分

配作为一个结构性问题，自然也与财政政策息息相关。在财政政策的各项工具中，税收和转移支付最
常被用于调节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本节中，我们考察我国的税收制度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按照税收负担是否可以转嫁，可以将税收种类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其中直接税的征收对象是
居民和企业，即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间接税是对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征税，如营业
税、消费税和增值税等。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的税收工具都有利于缩小居民的贫富差距，当且
仅当税率随着居民的收入增加而提高时 （累进税），才可以做到对低收入者少征税，对高收入者多
征税，缩小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然而，如果税收工具具有累退的特征，即税率随着居民的收入降
低而提高时，则会恶化收入分配结构。

通常而言，直接税的征税对象较为明确，税收负担很难转嫁，因而属于累进税。在我国的各种
税收工具中，累进特征最明显的税种是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采用的分级超额累进税率随着收入
的逐级增加而不断提高，对高收入群体征收更高的税，因而有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对于我国企
业所得税是否具有累进的特征，学界一直争论不休。尽管企业所得税的征税主体较为明确，但由于
企业可以通过提高产品价格将税收负担转嫁给消费者，或是通过压低劳动力价格将负担转嫁给工
人，因而企业本身承担的税负比例较小，其税收的累进性被削弱，因而对于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有
限。间接税则具有较明显的累退性，这是因为其征收对象的主体不明确，税收负担往往都转嫁到了
消费者身上。由于低收入者往往具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因此其会面临较高的平均税率。① 因
此，间接税不仅无助于调节收入结构，反而会扩大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
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执行的是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２０００年，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

三项间接税的税收收入占总收入的５７．８６％。近年来尽管间接税收入占比逐年下降，但依然接近税
收总收入的一半。而对居民收入分配调节功能最明显的个人所得税占比很低，２０１５年仅占６．９％，

４３

① 考虑两类人群：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其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ｃ１ 和ｃ２，其中ｃ１＞ｃ２。假定消费税的边际税率为τｃ，则
低收入家庭的平均税率为τ１＝ （１＋τｃ）ｃ１，高收入家庭的平均税率为τ１＝ （１＋τｃ）ｃ２，不难发现，低收入家庭的平均税率高于
高收入家庭，因此消费税具有累退税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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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这一比例为４７％，日本为３１．６４％。因此，从整体的税收结构设计来看，我国以累退税为主
的税收制度不利于调节居民的收入分配结构。①

考虑到个人所得税在居民收入分配的调节方面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

当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税制设计是否合理？是否真正有效地缓解了收入不平等状况？为了回答这些

问题，有必要对个税的调节作用进行实证分析。本节中，我们采用卡瓦尼 （Ｎ．Ｃ．Ｋａｋｗａｎｉ）提出
的ＭＴ 指数衡量个税的收入分配效应②，其定义为：

　　ＭＴ＝ （ＣＹ－ＧＹ）＋
ｔ
１－ｔ

（Ｃ－ＧＸ）

其中，ＣＹ 为以税前收入排序的税后收入集中系数，ＧＹ 为税后收入基尼系数，ｔ为平均税率，Ｃ 为
税收集中度，ＧＸ 为税前收入的基尼系数。

该公式右边第一项为个人所得税的横向公平效应，考察了居民收入与纳税额之间的关系。如果
税收是横向公平的，征税前后不会改变个人收入排序，则该项的值为０；如果存在横向不公平，则
税后收入集中系数小于税后收入基尼系数，该项为负。因此当存在横向不公平时，ＭＴ 指数会降
低，税收的再分配效应减弱。第二项为纵向公平效应，即衡量不同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是否公平。

该效应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平均税率，平均税率越高，纵向公平效应越大，税收的再分配功
能也就越大；二是税收累进性，累进性越大，纵向公平效应越大。因此综合来看，ＭＴ 指数的数值
越大，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改善效果就越明显。

利用上式，我们计算了我国的ＭＴ 指数，发现ＭＴ 指数的值虽然均大于零且呈上升趋势，但数
值很小，这意味着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收入分配差距，但效应较弱。其主要原因是
横向公平始终是负值，表明我国的个人所得税主要促进了税收的纵向公平，但存在一定程度的横向不
公平。２０００年以来，我国对个人所得税征收方案进行过三次改革：第一次是２００６年，将个税起征点
从８００元提高至１　６００元；第二次是２００８年，起征点进一步提高到２　０００元；第三次是２０１１年，将个
税起征点提高至３　５００元，并将９级税率调整至７级。为了评价这些税制改革是否使得个人所得税的
征收更为合理，我们对这三个年份的ＭＴ指数进行了反事实估计③，发现三年的反事实ＭＴ 指数都
有所上升，这意味着三次税制改革削弱了个税对于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通过对ＭＴ 指数进行分
解，我们发现，反事实估计下的纵向公平效应影响明显提高了，这表明三次税改中，个税起征点的
提高削弱了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降低了纵向公平效应，弱化了对于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作用。值
得注意的是，２０１１年税改后９级税率调整为７级，略微提升了横向公平效应。

总而言之，我国整体的税收结构中具有累退特征的间接税占比较大，削弱了税收对于收入分配差
距的调节功能。此外，具有明显累进性特征的个人所得税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收入分配结构，但
由于占比较低以及税制设计不合理等问题，调节效应有限。当前，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呼声越来越大，

但历次税改的教训告诉我们，提高个税起征点会因为削弱收入分配的纵向公平效应而降低个税对收入
分配的调节功能。相比较而言，修改税率等级可以通过提高横向公平效应而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因
此，未来应当提升个人所得税在总税收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并进一步优化税率等级的设置。

５３

①
②

③

参见刘伟：《我国现阶段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政策间的结构特征分析》，载 《财贸经济》，２０１２ （１０）。

Ｋａｋｗａｎｉ，Ｎ．Ｃ．“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ａｘ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ａｘｅｓ　ｗｉｔｈ　Ａ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Ｈｏｒｉｚｏｎ－
ｔａｌ　ａｎｄ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Ｅｑｕｉｔｙ”．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１９８４，３ （２）：１４９－１６８．

由于我们缺少２００９年居民收入的微观数据，故参考徐建炜等的做法，用２００９年的住户调查数据模拟２０１１年的数据进行
反事实估计。参见徐建炜、马光荣、李实：《个人所得税改善中国收入分配了吗———基于对１９９７—２０１１年微观数据的动态评估》，

载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３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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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贸易自由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贸易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纵观改革开放以来４０年的发展历

程，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１９７８—２００１年，在这个时期我国执行的
是保护主义的对外贸易战略，即鼓励出口，但以关税、非关税壁垒和进口配额等方式限制进口。第
二阶段是２００１年至今，２００１年１２月我国加入 ＷＴＯ后，对外贸易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我国取
消了绝大多数进口贸易壁垒，真正实现了贸易进出口的自由化，并利用本国劳动力价格较低的比较
优势，确立了 “投资＋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保证了中国经济在此后６年间的高速增长，并一
跃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
根据国际贸易中著名的Ｈ－Ｏ理论，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使得国际贸易成为可能。发达国家的比

较优势是资本，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因此，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密集型产
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会导致发达国家提高对资本的需求，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造成工人失
业，扩大贫富差距。发展中国家则相反，大量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兴起会增加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提高
劳动者的工资收入，进而缩小贫富差距。然而，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现实经济并没有完全支持Ｈ－Ｏ理
论的预言。当考虑产品质量时，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企业可能会提高工资雇用高能力的劳动者以替代对于
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从而扩大两者的收入差距。① 此外，赫尔普曼 （Ｅ．Ｈｅｌｐｍａｎ）等指出，出口企
业往往给工人提供更高的工资，这使得相同能力的人在对外贸易部门与对内贸易部门的收入存在差
异，而劳动力市场的粘性限制了工人在不同企业之间的流动，从而导致收入差距长期存在。②

我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利用人口红利这一比较优势，向世界输送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
品，“中国制造”享誉世界。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国际贸易也确实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使
得我国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大幅提高。然而，贸易自由化对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还需要进一
步研究。由先前的分析可知，我国真正开始积极参与国际贸易是在２００１年中国加入 ＷＴＯ以后，
因此 “入世”可以看成是对国际贸易的结构性冲击，这就给我们提供了进行反事实分析的可能。在
本节中，我们想要回答的问题是：如果中国没有加入 ＷＴＯ，那么国际贸易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如何。借鉴托帕洛夫 （Ｔｏｐａｌｏｖａ）的研究③，我们采用双重差分 （ＤＩＤ）的方法，将关税作为国际
贸易的代理变量，用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贸易自由化引
起的关税下降显著提升了居民的基尼系数。这意味着，在行业异质性和劳动力市场粘性等因素的作
用下，贸易自由化在提升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也拉大了我国居民的贫富差距。在２００８年以
前，出口行业蓬勃发展，来自国际市场的源源不断的需求使得出口企业相对于其他企业提供了更高
的工资，因而产业内和产业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２００８年以后，受到美国次贷危机以及欧洲主
权债务危机的冲击，西方世界普遍陷入衰退的泥潭，外部需求的急剧下降对出口行业形成严重的打
击，因而由行业异质性造成的收入差距得以缩小，收入不平等的趋势开始逆转。

四、调整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建议

由于我国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长期较大，已经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

６３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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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改变我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迫在眉睫。本文认为，应当抓住我国经济正在进行结构转型的机
遇，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居民的收入分配结构趋向合理水平。从短期来看，我国应该以转移支付
这一再分配工具作为调节收入差距的主要手段，同时采用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以此遏
制收入不平等扩张的趋势。在中长期内，既要通过要素市场改革，提高要素流动的自由度以缩小规
模性收入分配，还要扎实推进供给侧改革以优化功能性收入分配结构。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收入不
平等和财富不平等的双向反馈机制同样值得重视，需要采用征收财产税的方式遏制财富不平等，并
实行全国范围内的教育均等化，防止收入分配差距的代际传递。

（一）以转移支付为主要工具保证短期内收入分配差距不扩大
政府的财政政策工具可以分为收入和支出两类。在上一节，我们讨论了税收制度对收入分配的影

响，本节中我们将分析政府支出工具中的转移支付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如果说税收工具的主要任务是
“劫富”，那么，转移支付的目的就是 “济贫”。财政转移支付是政府将一部分财政资金无偿地转移给
同级、下级政府或者居民，包括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财政补贴、中央补助拨款、税收优惠和税收返
还等等。它与居民的收入分配息息相关，既是收入二次分配的重要模式，也是财政非市场性再分配作
用的集中表现。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结构性问题，要从根源上进行改革是一项较为漫长的工
作。而作为转移支付政策的外部时滞较短，在补贴低收入群体，缩小居民收入不平等方面的作用立竿
见影。因此，转移支付有助于缓解城乡、地区乃至行业间等多维度的收入分配差距，维护社会稳定，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我国当前正面临经济结构的转型，结构转型往往伴随着 “创造性破坏”，新兴产
业和传统产业的更迭会伴随着居民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在此背景下，更有必要制定相应的转移支
付政策，将居民的收入差距维持在合理区间内，为我国的经济转型创造良好的环境。
为了更好地设计转移支付政策，有必要先对我国目前所执行的转移支付政策在缩小收入分配差

距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进行评价。我们使用中央补助拨款作为转移支付的代理变量，考察了１９９８年
至２０１５年转移支付政策对城乡间及地区间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我们发现，转移支付政策虽然缩
小了城乡间以及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但效果都不显著。从地区层面来看，转移支
付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在东部地区最弱，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强，但整体的改善效
果都比较小。这意味着当前的转移支付政策并没有能够真正地对居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其主要原因
在于：第一，转移支付政策的力度不够，对于低收入群体的补助不够。第二，转移支付政策执行不
到位，没有真正落实到最需要帮助的家庭。由于政府和居民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导致一些中高收入
家庭有激励伪装成低收入者以享受政府的转移支付，导致高收入者入住保障性住房、骗补等现象屡
屡发生，转移支付的福利没有真正落实到最需要的群体手中。第三，转移支付的形式较单一，无法
为低收入家庭提供长期稳定的保障。目前我国的转移支付主要是通过发放货币的方式完成的。虽然
在短期内，一定的货币补助可以帮助贫困家庭解决燃眉之急，但从长期来看，这依然无助于他们走
出贫困的境地。此外，西方高福利国家的情况表明，即使提高货币补助，例如失业保障、最低工资
等的金额，也只能让低收入者更安于现状，没有激励去提高其自身的收入。转移支付的最终目的不
应该是给低收入家庭提供源源不断的补助，而是应该鼓励和帮助他们提高自身的能力，依靠自身的
力量赚取更高的收入。
对于当前中国而言，一方面，居民间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现象已较为严重，另一方面，正值推进

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期，产业内和产业间的结构调整会使得居民的收入差距存在进一步扩大的压
力。考虑到转移支付具有实施对象明确、外部时滞较短、政策效果显著等优点，我们认为，我国应
当把转移支付政策作为短期内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最主要的工具。未来对于转移支付政策的设计应
该侧重于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提高对于居民收入统计的范围和精确性，按照收入水平和收入来源
对不同的收入群体进行细分。其次，对不同的群体执行差异化的政策，加大对于最低收入部分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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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补助。再次，转移支付的补助方式应当多元化。在给低收入家庭提供货币补助的同时，还可以为
其提供免费的教育培训，以提高其人力资本，进而提高收入水平；或者积极向失业家庭提供各类招
聘信息，帮助减少摩擦性失业等。最后，提高转移支付政策执行的透明度，并完善监管体制，提高
政策的执行效率。

（二）避免使用全面扩张的货币政策来 “保增长”
货币政策作为政府总需求管理的两大手段之一，在各国的经济发展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

我国，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稳定经济增长是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
之一，而货币政策确实也为我国长期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贡献了力量。例如，在１９９８年东南亚金
融危机和２００８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受到来自国外的负向需求冲击的影响，以出口导向为主要
增长引擎的中国经济面临着增速下滑的风险。但是，中国政府利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力挽狂澜，
帮助中国经济一次次地化险为夷，使得中国在近４０年内年均ＧＤＰ的增长率达到了９．５％左右，成
就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增长奇迹。
货币政策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对居民的收入分配结构产生影响。我们认为，货币政策

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效应主要有两种：一是影响就业者的收入结构，我们称之为内部效应；二是影响
居民收入的可得性，即外部效应。
从内部效应来看，货币政策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的主要机制是对不同群体的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

收入的非对称效应。当央行执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后，经济中的价格水平会上升，如果工资可以灵
活调整，那么名义工资的上升幅度应等于通胀率，从而保证从业者所获得的实际工资不变。然而，
现实中工资调整存在粘性，且对于不同的收入阶层而言，工资粘性的程度不同。由于高收入群体相
对而言拥有更高的议价能力，因而有更高的概率调整自己的名义工资水平，以避免实际工资下降。
低收入群体由于议价能力较弱，其名义工资调整的幅度要小于高收入群体，导致两个群体间的工资
性收入差距扩大。
其次，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财产构成情况也有很大差异。低收入家庭的主要资产是银行

存款，而高收入家庭拥有更多的股票、债券、房产等资产，财产构成的差异导致了财产性收入来源
的差异。货币政策对于财产性收入的影响是通过利率的传导机制发生作用的，且对于不同类别财产
的影响不同：对于股票、债券或房产而言，利率降低会使得资产价格升高，这意味着更多的财产性
收入；对于银行存款而言，存款利率的降低则会导致居民获得的存款收入减少。因此，扩张性的货
币政策会造成居民间财产性收入差距的扩大。
最后，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收入构成情况也不相同。低收入者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工资性收

入，而高收入群体的总收入中财产性收入所占的比重较高。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较高的工资粘性
和较为单一的财产结构使得低收入家庭的名义工资上升有限。而高收入家庭可以更容易地调整其名
义工资水平并通过购买高收益资产规避通胀率的上升，因而其实际收入受到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影响
较小。货币政策对于两类家庭的这种非对称冲击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这就是货币政策对收
入分配影响的内部效应。
上述分析的一个前提假定是，所有居民的收入可得性并没有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但实际上，

货币政策是会影响到可以获得收入的人群的。菲利普斯曲线告诉我们，当通胀率上升时失业率是下
降的。这意味着当央行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时，将有更多的居民能够找到工作，进而获得工资性收
入。在数据中，这表现为工资性收入中更少的零值，从而收入不平等程度会缩小。反之，如果政府
执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失业率会上升，这会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我们把这一机制称为货币
政策的外部效应。
由此可见，货币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货币政策会通过改变通胀率和名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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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对各个分项收入产生影响，并且最终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居民的名义工资粘性、资产配置结构和收入
构成状况。另一方面，就整体经济而言，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会提高通胀率并降低失业率，使得可以获
得工资性收入的群体更多，因而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会倾向于缩小。最终货币政策对收入分配差距的
影响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为了评价我国货币政策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效果，本节中
我们考察了货币政策对于城镇和农村内部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以及城乡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
首先，我们采用克里斯蒂安诺 （Ｌ．Ｊ．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ｏ）等人提出的递归假设方法①识别出外生的货

币政策冲击，然后利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将全国居民的总泰尔指数对货币政策冲击进行回归，
并计算了货币政策冲击对于泰尔指数的脉冲响应函数。我们发现，正向的货币政策冲击会使得总泰
尔指数发生跳跃性上升。这意味着，对于全体居民而言，我国的货币政策冲击的内部效应高于外部
效应。此后，冲击呈波动性递减，最终消失，这是因为货币政策毕竟是短期政策，不可能从根本上
改变居民的收入分配结构。
为了进一步分析货币政策对于收入分配差距的传导机制，我们有必要考察货币政策的内部效应

和外部效应分别有多大。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国家统计局从２０１３年才开始公布各省居民的分项收
入，因此我们无法直接讨论货币政策对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影响。此外，由于缺乏与居民就
业及工资相关的微观数据，也无法直接分析外部效应。退而求其次，我们利用货币政策对城镇和农
村内部以及城乡间的泰尔指数的影响近似替代。这是因为，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主要由工资性收入
和财产性收入构成，农村居民的收入主要由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构成。这两类群体收入构成的
差异为我们近似地检验货币政策的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提供了可能。基于此，我们分别用城镇内部
居民收入的泰尔指数和农村内部居民收入的泰尔指数对货币政策冲击进行回归，并对它们进行脉冲
响应分析。我们发现，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于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泰尔指数的影响是非对称的。对于
城镇居民而言，货币政策冲击的累计效应为正，这意味着货币政策扩大了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差
距。这主要是源于居民间的工资异质性和财产构成。城镇中的高收入家庭可以通过要求更高的工资
和配置高收益型资产以规避通胀，而低收入家庭由于议价能力差和投资渠道单一，名义收入的上升
有限。因此，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扩大了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对于农村居民而言，虽然货币政
策冲击在最初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但其后却使得泰尔指数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我们认为，这
主要是外部渠道的贡献。当通胀率上升时，由于低收入群体的工资粘性更大，其实际工资下降更
多，因而用工需求的增加往往是针对这一群体的。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由于农民工的人力资本
较低，从事的工作大多是低技能、低收入的，劳动力需求的提升使更多的农民工获得了工资性收
入，从而缩小了农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最后，货币政策对城乡间居民的泰尔指数有非常显著的
正向影响，这主要是由城乡居民的收入构成导致的。由于城市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相对于农村居民较
多，且其工资水平也高于农村居民，因此当通胀率上升时，城镇居民可以更容易地提升自己的名义
工资，而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为主的农村居民则缺乏有效的规避通胀的手段。
上述分析给我们的启示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带来我国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为居民收入分配

差距的扩大埋下了隐患。在未来，政府应当避免走 “以宽松促增长”的老路，谨慎使用 “大水漫
灌”式的货币政策。应该坚持以稳健为主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使用定向降准、ＰＳＬ等结构性货
币政策支持特定部门，把货币政策作为辅助结构调整而非拉动ＧＤＰ增长率的政策工具。

（三）提高资源的流动性，改变规模性收入分配结构
资源配置的效率决定了一国经济的发展状况。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先建立了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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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经济体制，由中央政府根据各地区各部门的需求情况配置资源。然而，由于缺乏激励机制、信息
不对称以及对产业结构不了解等因素，中央政府配置资源的效率较为低下。从１９７８年起中国步入
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其核心在于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逐渐引入市场机制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经过４０年的发展，市场机制在我国经济中已经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资源配置效率相较于计划
经济时代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目前，学者们大多关注资源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却忽略了它在 “公平”方面也会发挥

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生产要素的流动是自由的，那么它们会按照边际生产率相等的原则在各经济
部门之间进行配置。假设经济中的某个部门因为技术进步等因素提高了边际生产率，使得生产要素
在该部门内获得的收益高于其他部门，那么该部门就会成为价值 “洼地”，该部门和其他部门间就
产生了收入差距。只要资源流动不受限制，以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的要素所有者就必然会把资本、劳
动力等生产要素配置到这一部门。受到生产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约束，随着资源不断从其他部
门流向这一部门，该部门要素的边际回报率会逐渐下降，而其他部门的要素回报率则会因资源的流
出而提高，最终，生产要素在各部门的回报率应该相等。这里的 “部门”可以是城市与农村、不同
的地区以及不同的行业。如果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地区间和行业间的流动不受限制，那么，最终资
本和劳动力的收益都应该相等，即不存在收入分配差距。从动态调整的情况来看，各部门的收入也
应该表现出收敛的趋势。
当前我国仍然存在许多扭曲资源配置的因素。例如，户籍制度、学区房制度和社保制度等限制

了劳动力在城乡和地区之间的流动。尽管我国每年有大量的农民工选择从农村进入城市，或是从经
济欠发达的地区到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工作。然而，户籍制度和社保制度不仅限制了他们在工作所
在地长期定居的可能，而且由于这部分流动人口的工资弹性较低，容易引发企业的用工歧视，使得
具有相同技能、从事相同工作的流动人口的工资低于常住居民的工资，从而限制了收入分配结构的
调整。此外，学区房制度进一步导致了流动人口的后代无法与常住人口的子女一样享受相同的教育
资源的权力。考虑到我国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均，收入较高的地区往往也聚集了更加优质的教育资
源，因而农村以及低收入地区的孩子所接受的教育往往落后于城镇和高收入地区。从长期来看，较
低的人力资本意味着较低的收入，收入分配差距出现了代际传递的趋势，阶层的流动会变得愈发困
难。因此，这些制度在限制人口流动的同时，也限制了居民乃至其子孙后代的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
可能。
在资本市场上，同样存在着很多限制资本流动的制度。长期以来，我国的存贷款利率并非由市场

定价，而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直接调控。这是因为我国的国有企业难以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且存在大
量的政策性负担，从而导致其资金的使用效率较为低下。如果不给它们以政策补贴，而是任由其在市
场上与民营企业竞争，那么国有企业将会因为其运营效率较差而无法生存下去，一旦国有企业破产，
将会引发国有资产流失以及大量的劳动者失业，对国家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形成严重的冲击。因此，
商业银行给国有企业的贷款利率往往都是基准贷款利率的下限，而给民营企业的贷款利率却由市场决
定，高出贷款基准利率很多。贷款利率双轨制这一现象导致了贷款资金价格的扭曲，使得资本在国有
企业和民营企业间无法得到有效的配置。另外，我国商业银行对民营企业的信贷约束较为严格，民营
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在缺乏固定资产作为抵押物的情况下，往往无法获得自身发展所需要的资
金，这种行为进一步限制了资本在不同行业间的流动，恶化了资本配置效率。此外，就企业数量分布
而言 （不是经营额度），考虑到我国国有企业大多集中于第二产业，民营企业则主要分布在第三产业，
如果民营企业长期被 “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所困扰，无法获得充足的资本，其发展必定会受到限
制。长此以往，这将严重阻碍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不利于贯彻我党提出的 “两个毫不动摇”的原
则。不仅如此，由于央行同样限制了居民的存款上限，使得商业银行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吸收大量存款

０４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以支援国有企业，因而居民从存款中所获得的利息收入也被进一步压低。正如我们在上一节中所分析
的，由于我国的金融市场不够发达，收入较低的居民的财富形式是银行存款，使得存款利率管制进一
步扩大了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差距。
由此可见，资源错配不仅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而且对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也难辞

其咎。仅凭转移支付这种二次分配的政策，并不能从根源上改变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格局，而是应该
从根源出发，修正造成资源错配的各类市场扭曲。在劳动力市场上，从短期来看，可以首先建立起全
国联网的社会保障系统，使得流动人口在非户籍所在地也可以享受与本地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服务；
从长期来看，调整现行的户籍政策，放松对于长期在城镇以及高收入地区的流动人口的落户条件，会
有助于促进城乡间和地区间居民收入的趋同。此外，改革学区房政策，推进教育资源的均等化，让流
动人口的随行子女也能享受到与本地居民子女同等的教育条件，这样有助于提高其人力资本积累，防
止收入分配差距的代际传递。在资本市场上，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国有企业市场竞争力，降低
企业成本，特别是提升创新力同时减少不合理的政策负担，提升企业市场竞争效率的基础上，一方
面，要大力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０日，我国已经放开了贷款利率下限，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更是进一步放松了存款利率上限。然而，利率管制的放松并不意味着利率市场化的完成，还需要建立
起市场化的利率形成机制并加强对于金融机构的监管机制。此外，随着利率管制的放开，传统的以货
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有效性不断下降，因此，还应当尽快培育起我国的基准利率作为新的
中介目标，推动货币政策从数量型转为价格型，增强其对于金融和经济的调节功能。另一方面，要进
一步完善银行业的准入、退出和监管机制，培育一批针对中小型民营企业进行贷款的地方性银行，解
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只要这些改革能够顺利推进，真正落实中共十九大提出的培育和
完善要素市场的目标，那么扭曲资源配置的因素将越来越少，资源会遵循边际收益原则在各部门间自
由流动。长期来看，必然有利于缩小城乡间、地区间和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功能性收入分配结构
居民的收入分配可以分为功能性收入分配和规模性收入分配。功能性收入分配着眼于微观，指

的是收入在各微观主体间如何配置，我们先前所讨论的城乡间、地区间和行业间的收入分配都属于
功能性收入分配。规模性收入分配是指收入在各类生产要素间的配置，也即通常所说的收入的初次
分配。从定义可以看出，功能性收入分配是与生产紧密相连的。在生产过程中，各类生产要素参与
了多少，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直接决定了其所能获得的收入的多少。如果一个国家的整体产业的
资本密集度越高，则在初次分配时资本获得的收入比重就会越高，劳动的收入份额则相对较低，这
就造成了功能性收入分配差距。尽管学者们在研究收入分配差距时往往关注规模性收入分配差距，
但功能性收入分配差距同样重要。这是因为，功能性收入分配差距可以直接引起规模性收入分配差
距。由于每个微观个体的要素禀赋不同，劳动力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禀赋，但资本和土地往往集中
在少数富裕的个人或家庭手中。如果一国的劳动收入份额较高而资本收入份额相对较低，个人的工
资性收入也会相对较高，因而其规模性收入分配差距就会相对较小。相反，如果一国的劳动收入份
额偏低，那么对于以工资性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个体而言，其获得的收入就会相对较低，导致全
体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对于我国而言，由于长期以来一直执行 “投资＋出口导向性”的发展战略，使得第二产业在国

民经济中占比一直较高，历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在ＧＤＰ中所占比重都接近５０％，直到２０１５年才有
所下降。尽管自从２０１１年起，第二产业对ＧＤＰ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在不断下降，而服务业则在不
断上升，但由于发展的路径依赖以及出于税收贡献率等问题的考虑，中央和地方政府并没有积极推
动经济结构从第二产业为主向第三产业为主的转型，反而进一步在各地兴建同质化的工业企业，造
成了大量重复投资，阻碍了产业转型的整体趋势。由于第二产业是资本密集型的，第三产业是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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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型的，因此当前的产业结构决定了资本在初次分配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劳动的收入份额则相
对较低，导致我国的规模性收入分配结构极不合理。

２０１５年，中央提出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其核心在于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
置扭曲，减少无效供给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供给和中高端供给，促进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实现
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① 截至２０１７年末，随着 “三去一降一补”的顺利推进，供给侧改革已进入攻
坚阶段。我们认为，供给侧改革有助于缩小规模性收入分配差距，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居民收入分配
不公的格局。不论淘汰落后产能，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还是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都是为了给后
续推动整体经济结构的变革埋下伏笔。从第二产业内部来看，降低低端、落后产业的占比，培养高
端和高附加值的制造业有助于提升资本和劳动力的使用效率，从而提高要素收入；从行业间来看，
逐渐降低第二产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提高服务业占比有助于改变当前资本的收入份额偏高而劳动
力收入份额较低的格局，从源头上修正功能性收入分配不公。因此，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是
解决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根本之道。②

（五）推行财产税和教育均等化，打破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的双向传导机制
居民的财富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息息相关，财富分布结构甚至比收入分配结构更为重要。这是

因为收入是流量，可以相对容易地被调查、统计和调整，但财富是存量，不仅在统计上存在困难，
而且由于存量的调整较为困难和缓慢，因此财富不平等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所以，居民的财富分
布状况同样值得我们予以重视。可惜的是，国内外的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对于收入不平等的讨论，
对于财富分布不平等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之间存在很强的反馈机制，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这一点。假定

最初所有居民的财富都为零，仅获得工资性收入，且由于个体间存在异质性，他们的人力资本不
同，因而收入有高有低。通常而言，高收入者的边际储蓄倾向更高，而低收入者拥有较高的边际消
费倾向，因而在本期末高收入家庭积累了更多的财富。假定家庭从每一单位中获取的财产性收入是
相同的，那么在下一期，人力资本较高的家庭不仅获得了较高的工资性收入，而且财产性收入也会
更高，从而在期末他们会积累更多的财富。如此往复，高收入家庭积累的财富会越来越多，他们从
财产中获得的收入也越来越高，收入不平等逐渐累积成财富不平等，而财富的不均等又进一步强化
了收入的不平等。在这种滚雪球效应的作用下，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和财富分布差距都会越拉越
大。在上面这个例子中，我们假定家庭从每单位财富中获得的收入是均等的，其实在现实中，由于
风险偏好往往随着收入的提高而上升，高收入家庭有更大的激励去从事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项
目；且由于他们的人力资本较高，相比低收入家庭能更有效地配置自己的财产，因而其财富的平均
收益率往往高于低收入家庭，这就意味着高收入家庭可以获得更高的财产性收入，进一步扩大整个
社会的贫富差距。
这个例子还告诉我们，财富不平等可能会引起收入不平等的代际传递。由于子女是父辈财产的

第一法定继承人，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可以从父母那里获得大量的财富，使他们赢在 “起跑线上”。
此外，高收入家庭往往更重视教育，也更有能力为其子女提供更为优质的教育条件，因而高收入家
庭的子女通常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如此一来，子代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会比父代的更为严重，形成
“富者愈富，贫者恒贫”的现象，导致社会阶层流动性变差。一旦阶层固化，就会对经济发展和社
会稳定构成强烈的威胁。
对于我国而言，目前财富不平等的现象愈发严重。根据我们的测算，我国目前居民财富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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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高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这说明 “收入—财富”不平等的反馈机制已经出现苗头。① 因此，
我们不仅应当重视收入不平等，还需要采取措施遏制财富不平等。一方面，应尽快出台并推广财产
税。在发达国家，遏制财富不平等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征收房产税、遗产税、赠予税等财产税，而
在我国的税制结构中这一块尚处于空缺状态。与个人所得税类似，财产税具有明显的累进特征，有
助于缩小居民的财富不平等。考虑到我国居民的财产分布不均主要体现在房产上，因此，出台可以
合理有效缩小财富分布差距的房产税是发展的要求，对于遏制财富不均等的扩大趋势是有利的，并
需要在未来设计符合我国国情的遗产税和赠予税等。另一方面，应促进全国范围内的教育均等化。
自古以来，教育就是不同阶级间最坚实的桥梁。只有让所有收入阶层的子女都有机会接受相同质量
的教育，才能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积累更高的人力资本创造条件，让他们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来
提高收入，改变现有的收入分配结构。因此，我国应该双管齐下，采用征收遗产税和推行教育均等
化的方法避免收入分配与财富分配的反馈机制的形成，从而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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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武京闽）

３４

① 也有一些研究表明，现阶段我国居民的财富积累的差距显著大于收入水平的差距 （参见北京大学社会调查中心谢宇教授
等关于中国民生情况的研究报告，２０１３），若这种财富转化为资本，则会进一步加速扩大收入差距，因为市场化改革导向首先并且
更大程度地提升了资本的效率，劳动效率提升相对低些，按 “效率—报酬”原则，资本要素报酬的提升速度会高于劳动要素报酬
的提升速度。参见刘伟、李绍荣：《所有制变化与经济增长和要素效率提升》，载 《经济研究》，２００１ （１）。


